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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下，全球难民危机持续恶化，对于国际难民的援助保护已成为世界主

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竞争影响力的重要议题。 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一
方面因坚持严控对难民的认定接收而被称为“难民锁国”，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难民人道

援助，呈现出内外显著差别。 本文通过梳理日本难民接收援助政策特征，发现“社会排他

性”特征作为内部因素限制了日本对难民的接收，而谋求“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则作为外

部因素促进了日本扩大对难民的援助。 随着大国间的博弈愈演愈烈，日本又在政治因素

的驱动下着力调整难民接收制度以达到有限度的开放性范式转换，以期做到在不影响国

内社会基础的前提下，促使难民接收援助政策更加契合国家对外战略需求。 日本难民援

助政策的发展趋势也为中国参与难民全球治理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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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球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对于国际难民的援助接收已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 随

着大国间的竞争博弈加剧，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方面着力通过加大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巩固

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因过度开放接收难民而令社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

化的难题。 因此，在美西方主要国家的国际难民接收援助政策中，其政治性和人道性相互作用限制

的态势也愈加凸显。 日本作为最早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ＯＥＣＤ”）发展援助委员会

的亚洲国家，在难民接收援助方面的“矛盾”表现则更加突出，即一方面因极度严控对于难民的认

定接收而被国际社会诟病为“难民锁国”，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难民人道主义援

助以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一方面强化了政府对于难

民强制遣返的监管力度以严控外来人口的非法长期滞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政府对于战争难民的

“准难民”待遇认定以拓展对国际难民的接收路径。① 从修正案可以看出，日本在“严控接收”和

“扩大援助”的“紧松结合”双重前提下，着力调整难民接收制度以达到有限度的进一步开放。 这也

与日本长期以来的难民政策演进方向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因此，考察日本难民接收援助政策，既需

要看到其基于社会传统的内生型限制因素，还要把握其服务于政治外交的外向型驱动因素。 本文

主要以“社会排他性”的固有特征和“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为“双层博弈理论”的重点考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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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厘清该因素在日本难民接收援助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分析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日本难

民接收制度范式转换的相关变化趋势。

一、文献综述

国家、国际组织是开展国际难民援助的重要主体，中日学界关于国际难民政策形成的影响因素

研究也更多是以不同援助主体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 中国学界对于国际难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

于国际组织多边和地区国别双边等两个层面。 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作为国际难

民保护的核心国际多边机构，其政策形成主要受组织内主导国态度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同质化

竞争等内外双重因素影响。① 另一方面，随着近来对于国际难民援助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显著增

多，出现了分别从援助方的发达国家和被援助方的难民来源国等不同视角的研究。 相关研究认为，
发达国家开展国际难民援助系基于通过实施对外援助以期在全球治理领域塑造更强领导力和话语

权的政治诉求。② 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难民保护的动因则是其完善自身难民治理问题以提

高国家治理水平的现实需求。③ 有关日本对于国际难民援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既有研究更多

关注对于其政策制度的梳理总结，而未对其难民政策的深层动因加以辨析。④

日本学界对于难民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主要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对日本难民

的认定与接收制度的历史成因、政策现状以及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日本学界对于难民问题中的社

会性因素更为关注，呈现出典型的政策应用性特征。⑤ 从总体上看，对于日本难民接收政策过于保守

谨慎的批判已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认知。 日本关于难民政策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

展开。 一是在外部限制层面，泷泽三郎基于“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认为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的地

理条件以及与主要难民发源地的较远距离在客观上限制了日本提供“难民接收”产品对于国际难民的吸

引力；⑥二是在内部因素层面，木村时夫提出“岛国民族论”，并基于日本与大陆隔绝的岛国地理特性而形

成的“特殊民族主义”，分析出日本对外来人群及文化的相对排他性引导国民在主观上对难民接收呈现

出保守态度。⑦ 因此，日本学界关于日本难民政策影响因素的探讨集中在地理条件、民族性等内生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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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素，而较少涉及日本为在大国博弈下谋求实现“政治大国化”，从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难民援助并推

动难民接收制度进一步开放的相关趋势。

二、本文的理论框架

罗伯特·普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在 １９８８ 年首次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概念，认为国际关系与

国内政治以高度关联的形式相互作用，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受到该国的外交基本方针和国内社

会因素的共同影响。 从横向上看，国家行为体制定对外政策既要完成与国际社会中其他主体的有

效互动，也要满足国内层面的协商认可；从纵向上看，对外政策的出台存在国外谈判和国内批准等

两个具有明显先后次序的层级。 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需要实现国内外两个层级的“赢集”
才能确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有效。① 在理论适用性上，“双层博弈理论”是分析国家行为体对外政策

形成的有效工具。 国际难民援助政策作为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属于外交政策在

社会治理领域的延伸，更因实际接收难民而与国内民生问题息息相关。 因此，考察国家行为体难民

援助政策的变化形成需要基于国内外双层因素相互博弈的综合性考量。
在内部因素层面，“基于岛国特性而形成的日本文化、价值观起源于单一化的封闭社会”这一

较强认知长期深植于日本的民族性中。② 特别是在日本开启近代化以来，民族主义者开始构建“民
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概念，通过同一语言文化、传统习惯来塑造国家集团主义，以加强对全日本

国民在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一致性的有效统合。③ 这也使得日本国民产生了以自身为中心的

“单一民族文化”的偏差认知，继而促使日本社会呈现“硬质化”发展④，进一步激化了日本民族性中

的“排他性”特征。⑤ 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在集团主义的影响下使得国家整体向心力大幅提高的同

时，较强程度的“排他主义”也成为左右日本国民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⑥ 中根千枝认为，日本

社会是以团体为单位的垂直式独特社会，即日本人对于所属团体具有极高的认同，但对团体外成员

的排他性较强、社会性较弱，具体表现为以小群体为前提构建的人际关系对于外来者的接纳过程通

常漫长且困难。⑦ 同样，土居健郎则从语言和心理层面分析日本社会的特征，认为个体难以脱离集

团群体而独立存在，且社会对集团内个体的态度往往趋于“容忍”而对于集团外个体则更加“严
格”，呈现出较强的集团主义狭隘性。⑧ 在针对外来群体上，日本国民对于“日本人”与“外国人”的
内外分别极为敏感，且担忧难民等所谓“外来次级社会群体”将会对原有群体的生存环境产生“集
团性威胁”。⑨ 应该说，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基于集团主义而形成的“社会排他性”的固有特征在内

部层面限制了日本进一步开放对于难民的认定与接收。
在外部因素层面，长期以来日本积极推动国家战略转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特别是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８０ 年代，日本完成经济腾飞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后，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提出“战后政治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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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将“政治大国化”视为重要对外战略目标。① ２０１８ 年，安倍晋三首相执政后更提出“战后外交

总决算”，注重通过国际贡献以提升日本国际影响力，塑造世界大国地位。 日本一方面积极融入维

护以美欧为中心的“既有国际体系”，参与美西方全球治理进程，另一方面更注重构建自身在发展

中国家间的影响力，通过实施对外发展援助以彰显所谓“大国责任”与良好国际形象。② 以添谷芳

秀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当下日本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能力已与“全球性大国”的战略范式存在明

显差距，认为日本应通过技术合作、经济援助等方式开展更加自主可控的“软实力”外交，以塑造自

身在特定领域或区域的“大国地位”。③ 日本出台《开发合作大纲》，愈发强调对外援助服务于国家

整体利益的功能性、经济性，也将援助视为自身在发展中国家间将“软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

重要抓手。 因此，“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成为日本加强国际难民人道主义援助并推动难民接收

制度进一步开放的重要外部促进因素。
正因如此，本文试图辨析“社会排他性”特征与“政治大国化”目标已成为影响日本国际难民接

收援助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内外部因素。 如图 １ 所示，日本对内接收难民相关的政策法律、国民舆

论、社会环境，以及对外实施难民援助以彰显的同盟关系、经济影响力、国际多边贡献等均作为前置

变量，反映出“社会排他性”特征和“政治大国化”目标对日本难民政策的关键影响。 即“社会排他

性”成为在国内层面促使日本采取较为封闭且严格的难民接收制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政治大国

化”则在国际层面成为主导日本加大对全球难民人道主义援助的核心动因。
图 １　 日本难民接收援助政策形成示意图④

此外，基于作为因变量的国内外双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政治大国化”目标的驱动下，
日本在保持原有的对内严控接收、对外积极援助的同时，不断尝试调整既有的难民接收制度以达到

有限度的开放性范式转换。 可以看到，日本出台有限度的开放性难民政策，旨在不过度影响国内社

会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进一步与美欧统筹协调，塑造自身在全球难民治理领域的领导力。

三、社会排他性特征：日本严控难民接收的内生型限制因素

长期以来，日本因对国际难民认定与接收的极度保守做法而令国际社会对其“难民锁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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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族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 从日本法务省对于条约难民认定的统计数据看也的确如此。 如图

２ 所示，自 ２００８—２０２２ 年，总计有 ８５９６６ 人正式向日本提出难民申请，但 １５ 年来政府最终认定的总

人数仅为 ６６６ 人，平均难民认定率只有 ０． ７７％ 。 日本不仅与德美法等主要发达国家近 ２０ 万的年难

民申请数以及 ２０％左右的认定率差距巨大，甚至还低于作为东亚邻国的韩国。
图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２ 年日本条约难民申请与认定人数变化图　 （单位：人）①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日本长期以来对于国际难民的认定与接收极为严格保守。 其中值

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无论是在 ２０１７ 年难民申请数达到 １９６２９ 的历史最高点，还是在一般时期，日
本政府对于难民的认定人数始终维持在固定的较低水平，凸显其认定制度的严格程度不因难民申

请数变化而有所改变。 二是赴日难民申请人数在绝大多数时期均维持在 ５０００ 人以下，与七国集团

（Ｇ７）乃至 ＯＥＣＤ 其他成员国的难民申请数相差甚远，可见国际难民申请赴日意愿普遍低下。 日本

长期基于“社会排他性”特征，形成了对难民接收较为固化的保守、谨慎等特点，其主要表现为难民

认定标准日趋严格，国内呈现消极舆论，以及社会缺乏接纳环境。 因此，基于该内生型限制因素而

形成的“严控难民接收”也成为日本国际难民接收政策的长期重要特征。
（一）“甄别导向”致使难民认定制度日趋严格

联合国分别于 １９５１ 年和 １９６６ 年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下简称《难民公约》）以及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也成为国际难民保护领域的两项核心国际文书。 日本作为远离难民

主要来源地的东亚岛国，并未在第一时间加入该公约。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开始接

收印度支那难民②，同时为优化国内制度对于难民问题的有效处理，于 ８０ 年代初决定加入“公约”
及“议定书”，成为国际难民条约的缔约国。 日本于 １９８２ 年颁布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以
下简称《难民法》），完成《难民公约》国际法的国内化演变。 同样，《难民法》所采用的也是“公约”
中“难民系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主张，确有担心遭受迫害的充分理由而流

落于本国之外的人”这一原始的狭义解释。 当下，因战争冲突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成为国际难民的

主要来源，且战争难民群体在实践中极难自证为“个人遭受针对性迫害”。 因此，国际难民署和“欧
洲共同庇护体系”等均在战争难民接收中放弃“个人政治庇护”而采取了更加宽泛的“临时性保

护”。③ 虽然日本在 ２００４ 年修改的《难民法》中放宽了对于难民认定的程序限制，但并未直接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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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难民的“保护”理念，其“仅为个人遭受迫害的难民提供庇护”的甄别标准也始终未发生实

质性改变。① 在 ２０２３ 年该法修正案中，日本虽然加入了对战争难民的“准难民”待遇认定，但仍未

放开对于“条约难民”严格的身份认定标准。
日本难民认定的主管部门为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厅，政府也并未专门成立包含外务省等具有对

外职能部门在内的跨省厅难民认定委员会。 因此，入管厅对于难民认定的主要职责在于从程序上

甄别难民是否符合资格而并非出于人道主义对难民提供救济。 基于该机制，日本在难民甄别行政

手续上的严格规定也极大增加了难民申请的实际难度。 一是政府将对于难民资格的举证责任完全

归于申请者，且要求用日语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这也大幅增加了申请者收集提交证据的成本负担。
二是政府虽然认可律师代理人制度，但在实际甄别面试中却不允许律师在场提供协助，从而降低了

难民面试申请的通过率。 三是入管厅在对难民资格做出不认定裁决时并不向申请者通报具体拒绝

理由，进一步减少了难民申请复核的成功可能。② 长期以来，日本从最早迫于外部压力加入“难民

公约”，到坚持在国内法中沿用“不适用于战争难民”的狭义解释，再到设定了极为严格的甄别行政

手续。③ 因此，日本所谓“开放难民接收”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从人道主义角度扩大日本对国际难

民的救济”而是“在公约的框架下赋予自身对于难民甄别的最大限度的自主裁量权”。 因此，在“甄
别导向”而非“援助导向”的理念引导下，严控认定已成为日本针对难民接收问题的长期主流选择。

（二）国内消极舆论令扩大难民接收缺乏社会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基于较强的“社会排他性”特征，在各类舆论调查中均对难民乃至广义上

的外来人口持有较为明显的负面态度，这也成为日本基于国民民意基础的难民政策难以全面放开

的主要原因。 “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国民对于外来人口

的“排他性”与同为 Ｇ７ 成员国的美英德加等国相比更加凸显。 如针对是否认为外来人口导致本地

失业率、犯罪率上升，以及是否支持政府对外提供政治庇护等调查显示，日本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

相比，在多项数据中均呈现出对外来人口更加突出的消极表象。④ 同样，在日本国内针对难民接收

的舆论调查也表现出相似趋势。 ２０１９ 年，日本内阁府首次就政府对于难民的接收问题开展了舆论

调查。 数据显示，虽然有 ５４． ６％的调查对象认为日本目前接收的难民人数偏少，但实际希望政府

改变现状并积极扩大接收的占比仅为 ２４％ ，超过七成的调查对象仍认为应谨慎处理难民接收问

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在 ３０—３９ 岁的社会主要中青年劳动群体中的表现更加凸显，其中支

持扩大接收的人数仅占 ２． ４％ ，绝大多数持否定态度。⑤ 日本朝日新闻也曾分别于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进行了两次关于难民接收的舆论调查，时隔 ２０ 年的两次调查结果却显示出相似的舆论态势，即
接近六成的调查对象不认为日本应扩大对难民的接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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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社会中的排外主义运动抬头也成为难民政策难以放开的影响因素。 １９６０ 年，日本

自民党通过了《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纲要》，提出“围绕国民的梦想建设福利国家”，这也成为日本

右翼保守阵营的基本政策框架。 ９０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内部对于历史修正主义的探讨愈发盛行，
右翼排外团体也相继涌现。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在部分右翼团体的鼓动下日本国内排外主义运

动抬头，尤其是针对中、韩及在日朝鲜人的排外游行更加激烈。 其中，抵制在日外国人拥有特权会

（简称“在特会”）作为最大网络右翼排外团体，长期主张取消在日外国人的福利政策并将相关财政

用于本国国民的民生改善。 在特会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时仅有 ５００ 名会员，但在 ２００９ 年针对“菲律宾难

民驱逐事件”①进行示威游行后，其知名度得到迅速提升。 ２０１６ 年，会员数迅速攀升至 １６０００ 人，会
长樱井诚于同年参选东京都知事更获得了 １１ 万选票，位列候选人第五名。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期间，
以在特会为首的右翼排外团体每年均举行 ５０ 余起针对在日外国人的抗议游行，可见排外主义在日

本社会的影响愈发显著。③ 此外，在右翼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式保守排外主义”媒体也水涨船高，
如 ２０１１ 年青林堂创刊的《日本主义》就以倡导“日本至上”“国民优先”等右翼主张为中心，力主反

对政府开放移民难民政策。④ 诚然，在特会等右翼排外团体仅代表了个别社会声音，呼吁开放难民

接收的民间团体也不在少数。 但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于政府扩大难民接收所呈现出的消极舆论

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也使得以民意选票为政治决策基础的日本政治家在对待难民问题上

缺乏足够动力，相关法律政策也呈现出长期固化的态势。 此外，近来民粹主义抬头、右翼势力膨胀，
导致社会舆论呈进一步右倾保守化发展，也令日本扩大难民接收愈发缺乏有利舆论土壤。

（三）“格差社会”导致接纳环境缺失，影响难民赴日意愿

随着经济长期停滞、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日本社会各领域差距不断扩大，已经进入了较

为明显的“格差社会”⑤，也呈现出“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和“社会阶层属性固化”等显著特征。⑥ 在

“利益分配不均”层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强调“日本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实施移民政策”。⑦

因此，外来人口作为弱势群体所能获取的社会利益则更加有限。 如移民聚居社区往往是外来人口融入

当地社会生活最为有效的切入口，但日本为维护固有社会价值体系，不鼓励外来人口因出身地域、文化

习惯、生活便利等组建具有独立封闭性的族群社区。 这样虽然有利于促进本国传统社会文化与意识形

态对外来人口的吸收同化，但也令身处陌生环境的难民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融入困境。⑧ 绝大多数

在日难民也因不具备“市民身份”而未能享有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以致其长期从事不稳定、低收入的工

作，处于社会经济的底层阶级。⑨ 另外，在法律实践中，难民申请“永久居住权”的过程极为缓慢且艰难，
大多数难民需要等到第二、三代才能开始享受日本为本地居民提供的教育服务和社会福利。 因此，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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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初，菲律宾籍难民夫妇在被拒绝难民资格认定后冒用他人身份在日违法滞留，之后法院因考虑该家庭困难情况而放宽

了对其家庭立刻强制遣返的处罚，但在特会却针对该事件引导日本右翼排外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坚决要求立刻强制遣返在日

违法滞留人员，引发社会舆论关注。
永吉希久子「日本の排外意識に関する研究動向と今後の展開可能性」、『東北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年報』２０１７ 年 ６６ 号、８９ －

９０ 頁。
警察庁「警察白書平成 ３０ 年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１９９ 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ｐａ． ｇｏ． ｊｐ ／ ｈａｋｕｓｙｏ ／ ｈ３０ ／ ｐｄｆ ／ １０＿ｄａｉ６ｓｈｏ． ｐｄｆ（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０）。
宮城佑輔「日本における排外主義運動とその中国·韓国·北朝鮮観」、『アジア研究』２０１６ 年 ６２ 巻 ２ 号、２５ － ２６ 頁。
“格差社会”指社会上的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差距甚大，且阶层区域固定不流动，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极难的一种现象。
〔日〕山田昌弘著、郭佩译：《低流动社会：后疫情时代日本的新格差》，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页。
「首相、移民政策を否定 衆院代表質問」、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王保华、陈志明编，张倍瑜译：《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１—５ 页。
小泉浩一「インドシナ難民に対するわが国の対応と公的および民間支援の実際」、『敬心·研究ジャーナル』２０１９ 年 ３ 巻 ２ 号、９３ －

９４ 頁。



稳定法律身份与社会资本积累的一代难民在日面临较为严重的差别待遇并缺乏就业机会，后悔选择来

日本的声音也不在少数。①

在“社会阶层固化”层面，日本社会基于排他性而推崇对内“同化主义”，已形成了极为固化且

近乎刻板教条的“日本式”生活习惯。 也就是说，社会集体内的个体需要遵循传统既定的“国民标

准”行为模式，通过摒除差异化表现以突出自身的“集体身份认同”，从而避免被“社会排除（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在日本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更多如国际移民难民、在日朝鲜人、在日华侨等所

谓溢出“国民标准”的异质化群体，但在日本固有的排他性社会体系下，该群体在求学、居住、就业

等方面遭受到了较为强烈的“城市权利”边缘化待遇。 因此，被视为“外人”的异质化群体，在极力

融入主流社会时不得不面对较为突出的身份认同困境，即一方面需主动隐藏自身过去以彰显对主

流社会的身份追求，另一方面仍要被动接受主流社会对自身差异化表现的提醒评价。② 这也造就

了日本社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身份边界凸显”“集体成员固定”“集体间流动断绝”等特征，给外

来人口的融入发展带来更大挑战。③ 由此可见，在日本“格差社会”的大背景下，少数外来人口既难

以充分争取满足自身长期发展的社会利益，也无法迅速融入当地社会集体以获得有效身份认同。
这也使得日本形成了对国际难民相对“不友好”的社会接纳环境，成为变相抑制难民赴日申请意愿

的重要因素。

四、政治大国化目标：日本扩大难民援助的外向型促进因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探索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新路径，追求向“政治大

国”的战略转型。 由于全球发展中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发展安全赤字，以 ＯＥＣＤ 等发达国家为中

心开展的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也成为日本提升区域影响力和构建良好国际形象的有力政策工

具。④ 日本自 １９８９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对外援助国后，于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间始终保持着全球最

高的 ＯＤＡ 支出纪录。 可见，日本始终将“对外援助”与“大国地位”进行高度关联。⑤ 在难民援助领

域也是如此，无论是接收印支难民，还是聚焦开发合作，抑或是加强与国际组织对接协调，日本均将

对难民援助视为提升自身国际综合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因此，“政治大国化”目标也作为外向型促

进因素，不断推动日本持续加大对国际难民的援助力度。
（一）开放接收印支难民以响应日美同盟的要求

二战结束以来，强化“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长期支柱，而以美国盟友身份谋求在国

际秩序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也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指向标。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因越南战争而出现的首

批印支难民抵达日本寻求庇护。 因此时日本既未加入“难民公约”，也没有接收难民的先例，故而

在初期仅发挥了难民赴美临时中转国的作用。 日本通过给予印支难民“特别登陆许可”，将难民临

时安置在收容所，待确定第三方接收国后立刻进行转移。⑥ 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基于“冷战”思维

积极主导对印支难民提供接收救济，也因此成为难民申请避难的主要目的地国。 随着登陆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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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澤三郎、山田満『難民を知るための基礎知識―政治と人権の葛藤を越えて』、明石書店、２０１６ 年、２８ －３１ 頁。
黒川みどり、藤野豊『差別の日本近現代史―包摂と排除のはざまで』、岩波書店、２０１５ 年、１２３ － １２５ 頁。
塩原良和「分断社会における排外主義と多文化共生―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を中心に―」、『クァドランテ』２０１９ 年 ２１ 号、

１０９ 頁。
常思纯：《对外开发援助的域外经验及国际镜鉴———以日本对外开发援助为分析中心》，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潘万历、白如纯：《日本与非洲蓝色经济合作的现状、动因与挑战》，载《现代日本经济》，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川上郁雄「インドシナ難民受け入れ３０ 年を振り返る」、神戸インドシナ難民 ＮＧＯ 報告、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ｓｊａｌ． ｊｐ ／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 ｄａｔ ／ ０５１１２６． ｐｄｆ（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０）。



印支难民逐渐增多，美国开始向作为盟友的日本施压，要求其开放接收部分印支难民定居以缓解自

身压力。① 日本基于同盟关系，成立了“印支难民联络调整会议”，开始采取扩大接收规模、取消定

居配额等更为宽松的难民接收政策。 直到 ２００５ 年底，印支难民接收工作彻底结束，日本 ３０ 年来共

接收了 １１３１９ 名印支难民。 与此相比，日本自加入“难民公约”起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４０ 年间认定的条约

难民总人数也仅为 １１１７ 人。② 可见，日本接收的印支难民 １０ 倍于条约难民，成为其迄今接收的最

大难民群体。
坚持贯彻日美同盟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的重要基础，而开放对于印支难民的接收就是在

这一背景下形成的特殊政治举措。 在针对印支难民较为宽松的审查与许可程序下，大部分难民也

均以“永住者”的身份实现在日长期定居。 此外，虽在接收过程中涌现出部分以务工为目的的“伪
装难民”，但日本不仅未收紧接收人数，反而出台“合法出国计划”，为在日印支难民的海外亲属赴

日团聚定居创造条件，相关举措也获得了美国及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③ 日本外务省曾公开表示，
与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加入“难民公约”有所不同，日本接收印支难民的初衷在于“从政治安全

上维护亚洲稳定”。④ 可以说，日本开放接收印支难民的根本动因系基于日美同盟需求的“政治因

素”，旨在彰显其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身份以谋求区域主导地位。
（二）聚焦开发合作以深化对受援国的长期经济影响力

长期以来，日本作为对外援助大国，将 ＯＤＡ 视为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 日本于

１９９２ 年出台《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后在 ２０１５ 年改名为《开发合作大纲》。 《大纲》不仅开始在援助

中强调“开发合作”的经济理念，还更加突出援助在拓展本国利益方面的作用。 同样，日本还长期

主张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赤字，故而在开展紧急人道主义无偿援助之外，更加重

视从中长期角度推动开发合作。 日本通过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共享合

作等方式，既着眼借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以营造自身良好国际形象，又进一步推动本国经济技术出口

以提升对受援国的长期经济影响力。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馨佑在出席联合国难民

署举办的首届“全球难民论坛”时就强调，日本基于“人的安全保障”理念，在中东、非洲等地区重点

推进以开发合作为中心的援助模式，加大对难民的长期支援力度。⑤

以乌干达和约旦为例。 乌干达已接收超过 １４０ 万名自边境避难的刚果（金）、南苏丹难民，成
为非洲第一大、全球第四大难民收容国。 日本也将乌视为国际难民人道援助的重点对象，着力推进

双边开发合作。 “国际协力机构（ＪＩＣＡ）”作为日本开展对外援助的综合平台，自 ２０１１ 年起就在乌

干达开展了“稻米振兴计划”。 ＪＩＣＡ 通过无偿提供水稻种子、引入日本稻米种植技术、在难民社区

建立示范农场等方式，助力难民社区通过种植贩卖稻米来增加收入。 此举不仅缓解了当地粮食危

机，还进一步推动日本农业技术“走进非洲”。⑥ 约旦扎阿塔里难民营十年来已接收 ８ 万叙利亚难

民，形成了大型难民社区。 ＪＩＣＡ 在与当地电力公司开展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之外，还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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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原彩子「冷戦政策としての人道主義― ７０ 年代後半からのアメリカのインドシナ難民救済活動」、『東京大学アメリカ太平

洋研』２０１４ 年 １４ 号、３９ － ４０ 頁。
外務省「国内における難民の受け入れ」、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ｎａｎｍｉｎ ／ ｍａｉｎ３． ｈｔｍ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２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０）。
李国辉、高梓菁：《日本难民接收制度：变迁、特征及作用》，载《日本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外務省「国内における難民の受け入れ」、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ｎａｎｍｉｎ ／ ｍａｉｎ３． ｈｔｍ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２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鈴木外務副大臣のグローバル難民フォーラム出席」、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ｉｃ ／ ｈａ＿ｅｒ ／

ｐａｇｅ６＿０００４６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時田邦浩「ネリカ米の研究開発·普及の展望と課題」、『国際協力研究』２０１３ 年 １８ 巻 ２ 号、１２ 頁。



“叙利亚难民电力人才培养项目”。 通过派遣电力专家对当地难民进行电力技术培训，为难民再就

业创造机会，还同时有效促进了日本电力技术的出口。① 日本作为技术出口大国，高度重视通过建

立国际技术领导优势以确保全球经济大国地位，近来更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着眼强化技

术出口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 因此，日本加强与主要难民接收国在经济技术开发领域的长

线合作，既可以助力当地难民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更重要的是为本国技术

“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将“经济技术优势”转化为“长期经济影响力”。
（三）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以表现“国际贡献”
日本长期将“联合国中心主义”视为外交支柱之一，重视在国际多边场合提升自身影响力，同

时为减少“政治大国化外交”对外界的刺激又改为强调“为国际社会做贡献”。 因此，与国际多边组

织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援助成为日本表现“国际贡献”的重要手段。 在国际难民援助领域，日本

长期视联合国难民署（ＵＮＨＣＲ）为重要合作对象。 早在 ２００３ 年，日本就推动 ＪＩＣＡ 与 ＵＮＨＣＲ 建立

“新合作伙伴关系”，并已在全球 ４０ 余国开展了国际难民援助三方合作。 日本是 ＵＮＨＣＲ 的主要出

资国，其年出资额达到 １． ５ 亿美元，长期位列全球前五。② 日本在该机构任职的职员人数也一直维

持在 ７０ 人以上，成为其国际公务员的重要输出方向。③ 另外，日本还在国际小多边机制中积极谋

求塑造难民援助的主导国地位。 ２０１６ 年，日本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Ｇ７ 伊势志摩峰会”，首次将中

东难民问题列为该系列会议核心议程。 时任首相安倍还于同年出席美国主办的“难民峰会”并率

先承诺于 ３ 年内对国际难民提供 ２８ 亿美元援助。 此外，日本还将作为共同主席国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举办第二届“全球难民论坛”，旨在于多边外交中表现自身对难民援助的“国际贡献”。④

援助全球发展中国家缓解难民人道主义危机是日本表现“国际贡献”以谋求“政治大国化”的
重要途径，而深化与 ＵＮＨＣＲ 等国际组织合作对日而言正是更加高效的做法选择。 一方面，由于日

本自身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其对外援助规模体量面临较大限制，故而在开展难民援助时难以对发展

中国家做到全面覆盖。 ＵＮＨＣＲ 等国际组织却在相关领域深耕已久，具有较为成熟的既有合作路径

和实施机制。 日本与其开展三方合作可以有效降低自身援助成本、提升援助效率，做到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组织是被广泛认可且具有深厚基础的全球治

理主体，在国际社会中具有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日本通过国际组织开展难民援助一方面可以

“拉大旗”，借多边组织影响力迅速提升日本难民援助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更可以直接参与到国

际难民援助的规则和秩序构建，助力其在以国际多边外交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谋求领导地位。

五、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难民接收制度的范式转换

长期以来，日本基于“社会排他性”的特征，为稳固国内社会体系和理念价值而不顾国际社会

的负面评价，坚持采取了严控难民接收的政策方针。 但随着全球大国博弈加速演进，日本愈发认识

到开展国际难民援助有利于自身在作为国际社会重要政治力量的发展中国家群体间塑造良好形

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对其谋求“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具有重要助力作用。 因此，在“社会排他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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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内生型限制和“政治大国化”目标的外向型促进的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也通过引

入第三国定居制度、放宽对特殊难民群体的认定标准、扩大对特定难民的接收等措施，不断调整原

有的难民接收制度以达到有限度的开放性范式转换。 从 ２０２３ 年《难民法》的相关修正也可以看

出，日本正尝试采取有限度的开放性难民接收政策，旨在不过度影响国内原有社会体系的前提下，
探索拓展国际难民接收新途径，以助力实现“政治大国化”的目标。

（一）逐步引入第三国定居制度以转变“难民锁国”的形象

在难民危机中，绝大多数逃离本国的难民均难以直接前往申请避难国而被迫滞留在周边邻近

的第三国难民营。 该难民群体数量庞大、滞留时间长且面临严峻环境。 作为解决对策，联合国难民

署大力倡导“第三国定居制度”，呼吁接收国加大对此类难民的接收。 作为开展联合国外交的重要

举措之一，日本政府决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正式引入“第三国定居制度”。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的试运行

期间，日本共接收了滞留泰国难民营的 １８ 个缅甸家庭，８６ 名难民。① 经过四年的前期试点，日本政府

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开始实施第三国定居制度，决定每年开展一次规模控制在 ３０ 人左右的第三国难民接收。
随着相关接收制度的逐渐成熟，日本在 ２０１５ 年将接收范围扩大至在马来西亚的缅甸难民营，并于 ２０２０
年决定将原本每年一次的接收增加为两次，人数也随即增加到每年 ６０ 人左右。 如表 １ 所示，日本自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共接收了 １３ 批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的缅甸难民，包括 ９０ 个家庭总共 ２５０ 人。
表 １　 日本接收第三国难民的情况 ②

年份 批次 家庭数 人数 安置县市

２０１０ 第一批 ５ ２７ 三重县

２０１１ 第二批 ４ １８ 埼玉县

２０１２ 第三批 ０ ０ 无

２０１３ 第四批 ４ １８ 埼玉县

２０１４ 第五批 ５ ２３ 千叶县

２０１５ 第六批 ６ １９ 千叶县

２０１６ 第七批 ７ １８ 千叶县

２０１７ 第八批 ８ ２９ 广岛县

２０１８ 第九批 ５ ２２ 兵库县

２０１９ 第十批 ６ ２０ 爱知县

２０２１ 第十一批 ４ ６ 神奈川县

２０２２ 第十二批 １６ ２９ 埼玉县

２０２２ 第十三批 ２０ ２１ 待定

由于接收第三国难民并非基于《难民法》，故而日本政府仅给予该类难民三年并需到期更新的

在留资格，且未赋予其申请永久居住的权利。 对于第三国难民，日本接收的人数规模和频次均远低

于印支难民，赋予的在留身份及市民权利也不及条约难民，且均以家庭为单位安置在距人口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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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２０１２ 年日本原本预计接收 ３ 个家庭共 １６ 人，但该批难民最终主动放弃赴日。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整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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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远的首都圈周边县市。① 日本选择了在前期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开放接收第三国难民，
以求尽量减少难民对本国国民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故而该制度在国内社会各层级也未引发过多

负面舆论。② 应该说，虽然实际接收的难民人数和规模均相对有限，但日本也因成为首个引入第三

国定居制度的亚洲国家，而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欧美、东南亚国家等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可以

看到，日本旨在以第三国定居制度为长期抓手，在不引发国内社会负面情绪的前提下，持续寻求扩

大难民接收以改变国家原有不利形象的新契机。
（二）适度放宽对特殊难民群体的接收以保持与美欧协调一致

日本虽然基于《难民公约》对难民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认定标准，但仍出于政治需要在实际接收

过程中增加了条约难民认定以外的新路径，保留了一定的自主裁量权。 也就是说，申请者虽不符合

条约难民资格，但政府仍可基于“人道主义考量”给予其特殊身份认定以及一定期限内的特别在留

许可。③ 日本政府对于“人道主义考量”的运用也极为谨慎，往往仅在针对地区性大规模难民援助

且确有政治紧迫性时才采取相关措施。 ２０１６ 年，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欧美国家积极对叙实施制

裁的同时，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开始接收叙利亚难民。 日本为在不引起国内反对意见的前提下彰

显与美国和西方协调一致，创造性地将留学生政策与难民政策进行结合，提出了接收叙利亚“留学

生难民”。 时任首相安倍于同年在美国主办的“难民峰会”上承诺将于五年内以留学生身份最多接

收 １５０ 名叙利亚难民。④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日本难民支援协会与日语学校合作，着手为留学生难民提供

语言教育。 日本政府于同年 ９ 月正式开始接收叙利亚留学生难民，这也是日本首次以“职业身份”
接收国际难民。⑤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共有 ８５ 名叙利亚难民成功赴日留学。 ＪＩＣＡ 也开展了“叙利亚和

平桥梁与人才育成项目”，不仅帮助留学生在全国各地学校顺利入学，还积极与日企合作为毕业生

在日就业创造机会。⑥

此外，日本近来在条约难民认定上也出现了基于政治需要而适度放宽标准的特例。 如图 ２ 所

示，日本在 ２０２２ 年认定的条约难民数达到 ２０２ 人，虽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整体接收人数上还相差

甚远，但不仅同比增长了 １７３％ ，还创下了条约难民接收的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接收的阿富汗难

民就高达 １４７ 人。⑦ ２０２１ 年４ 月，美国结束了对阿富汗近２０ 年的军事占领，也使得美西方长期主导的对

阿“民主改造”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大幅下降。 美欧为挽回国际信誉，纷纷出台了接收阿富汗难民的

相关政策。 同样，日本作为美西方一员，既面临与美协调一致的外部需求，也需妥善处理内部的反对压

力。 因此，日本政府在接收阿富汗难民时，虽未改变对于难民身份的严格认定标准，但加入了“为日本做

出过贡献”的所谓“人道主义考量”。 政府优先认定接收的 １００ 名阿富汗难民均为在日本驻阿大使馆和

ＪＩＣＡ 办事处工作的当地雇员及其亲属，而阿富汗普通难民申请者仍需面临严格的甄别审查。⑧ 可以看

到，日本无论是创新“留学生难民”身份还是将“对本国有所贡献”作为放宽条约难民认定的内部考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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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目的仍是在减少国内反对意见的前提下探寻拓展难民接收的新途径，从而满足与美欧难民接收立

场协调一致的政治需求，助力自身稳固“美西方阵营一员”的身份基础。
（三）“官民协作”加强接收乌克兰难民以凸显对俄制裁立场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难民危机愈演愈烈。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乌
克兰难民已超过 ６３０ 万人，１７００ 万人亟须紧急人道主义援助。① 对此，美国出台“为乌克兰团结计

划”、欧盟启动“乌克兰难民临时保护计划”，纷纷加大对乌难民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 日本在宣布

对俄制裁同时，在难民接收上也一改常态，采取了灵活方式以扩大对乌克兰难民的接收。 俄乌冲突

爆发之初，岸田文雄首相在日本仍面临严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就高调对外宣布将出于人道主义考

量放开疫情管控，接收乌克兰难民。② 日本通过“官民协作”模式积极开展对乌难民的接收援助。
具体为，内阁府迅速设立“乌克兰难民对策联络调整会议”进行统筹协调，驻外使领馆为在周边国

家的乌难民颁发签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负责办理来日手续，地方自治体、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等实

际负责接收援助。 此外，日本在接收乌克兰难民时不仅放宽了关于受害人身份证明、在日亲属保证

人等原有要求，还就赴日交通、在日住宿、医疗教育、工作资格等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使得选择赴日

避难的乌克兰难民数量大增。③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２０２３ 年 ８ 月，日本 １８ 个月内共接收了 ２４９１ 名乌克

兰难民，特别是在冲突爆发后最初的三个月内，日本月均接收人数都保持在 ３００ 人以上。 可以看

到，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日本政府接收的乌克兰难民总数是其加入《难民条约》以来认定条约难民数

的 ２ 倍、接收第三国定居难民数的 １０ 倍且月均接收人数已大幅超越此前的印支难民。④ （如表 ２）
表 ２　 日本接收乌克兰难民人数统计⑤

入境时间 接收人数 入境时间 接收人数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５１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０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５７１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５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３２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３９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２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６０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４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４２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８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０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９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９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４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２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７

因此，接收乌克兰难民已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接收行动之一。 日本缘何在接收

乌克兰难民问题上得以采取极为罕见的开放性措施？ 一方面，日本政府针对此次因俄乌冲突而撤

离乌克兰的难民群体，特意避免使用“难民（ ｒｅｆｕｇｅｅ）”的法律定义，而选择了“避难民（ｅｖａｃｕｅｅｓ）”
的政治认定。 此举既规避了既有《难民法》的诸多限制，增加了政府行政的自主裁量权，又突出了

乌克兰难民的特殊地位，有效缓解了国内社会因短期内接收大批难民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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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Ｕ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２８）。
「ウクライナ避難民日本に受け入れ進める 首相表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出入国在留管理庁「ウクライナ避難民の受入れについて」、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ｊ． ｇｏ． ｊｐ ／ ｉｓ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０１３７１７１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３１）。
外務省「国内における難民の受け入れ」、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ｎａｎｍｉｎ ／ ｍａｉｎ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１８）。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数据整理制表，参见：出入国在留管理庁「ウクライナ避難民入国者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ｊ． ｇｏ． ｊｐ ／ ｉｓ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０１３７２８５９．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０２）。



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已不限于跟风追从美欧的对俄立场，而是以“国际秩序

维护者”自居，高调引领国际社会制裁谴责“俄侵略行为”并不断加强对乌援助。 日本政府积极引

导民间舆论对俄批判抨击，使得主流民调也对政府在俄乌冲突中的“强硬”立场表示支持认可，为
日本进一步扩大对乌难民接收奠定了民意基础。① 应该说，日本罕见地大幅开放接收乌克兰难民

的根本动因并非基于传统的人道主义考量，而是政治导向下与美欧携手“反俄”外交立场的政策延

伸。 具体而言，日本在国内层面不断加强对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引领，获取民意对乌的同情支持以便

持续开放对乌克兰难民的接收；在国际层面更借扩大对乌难民接收，进一步彰显其作为美西方阵营

一员的坚定对俄制裁立场，继而塑造自身“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大国形象。②因此，日本国内也出

现了许多批判声音，指责政府对于乌克兰难民的“特殊优待”及其背后过于凸显的政治利益导向。③

六、结 语

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探究日本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对外援助大国，缘何在国际难民的

对内接收和对外援助上呈现出显著的相悖态势，同时又如何在政治因素的驱动下，调整难民接收制

度以达到有限度的进一步开放。 正如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所述，国内因素和国际关

系的互动博弈对于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日本的难民政策也呈现出明显的

“双层博弈”特征。 其中，“双层”体现为，一方面基于“社会排他性”特征，日本在国内政策法律、国
民舆论、社会环境等领域反映出对难民接收的长期负面态势；另一方面，为谋求“政治大国化”的目

标，日本积极对外开展难民人道主义援助以响应同盟关系要求、提升经济影响力、表现国际多边贡

献。 “博弈”则更多表现为，日本基于“大国博弈”的战略导向，聚焦通过创新制度、放宽认定、转换

身份等方式，在平衡国内负面压力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原有难民接收制度以达到有限度的开放性范

式转换。 日本近期通过的《难民法》修正案中对于难民接收“松紧结合”的政策特征也正体现出这

一转换态势。 应该说，日本采取有限度的开放性难民接收援助政策，旨在巩固国内社会民意基础的

同时，进一步塑造良好国际形象，不断提升难民接收制度与“政治大国化”目标的战略契合度。
从现实层面看，国际难民危机的产生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因治理体系失调、治理供给不足而引发的

发展安全赤字。 同时，难民危机又基于其援助紧迫性、人口迁移性等特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通常会外

溢至周边国家，甚至给整体地区带来极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传统应对国际难民危机的主要方式

包括对内接收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体以保障人身安全，对外向危机区域提供援助以缓解紧迫需求。 但事

实上，动荡和贫困是难民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通过从源头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才是缓解和解

决国际难民问题的关键。 这也对中国进一步参与难民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美西方长期力推的所谓“民主人权”价值观改造以及地缘政治博弈与当下全球难民危机愈

演愈烈有着直接联系。 他们打着所谓“人道主义”旗号所开展的难民接收援助，因其高度政治性导向而

与援助本身的人道性产生矛盾冲突，致使全球难民治理愈发复杂困难。 如日本大幅开放接收乌克兰难

民，其本质仍是美西方与俄阵营化对立加剧的政治博弈延伸。 同样，日本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加大了对所谓

“中国条约难民”的认定接收，２０２１ 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的 １８ 人，中国也成为日本同年接收条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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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ウクライナ対応評価 ６７％ 内閣支持率 ６１％に上昇」、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阿部浩己「ウクライナからの避難民は難民ではないのか」、国際人権ひろば、２０２２ 年 ７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 ｊ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 ｓｅｃｔｉｏｎ４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ｐｏｓｔ － ２０１９３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０１）。
「日本ウクライナ難民受け入れ偽善に聞こえる訳」、東洋経済、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民的第二大来源国。① 其本质原因也在于日本近年来高调站队美西方污蔑抹黑中国所谓“涉疆人权问

题”，在政治目的导向下加大了对所谓“新疆维吾尔族难民”的认定接收。② 这也与日本近来将中国视为

“最大战略挑战”，重点开展对华地缘博弈的政治图谋密不可分。 可见，美西方以政治外交利益为指向标

的难民接收援助政策旨在助力其开展地缘战略博弈，难以真正有效缓解全球难民困境。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美国领导全球化能力、意愿相对下降，全球治理领导力出现缺失，以美西方

为中心建立的所谓“既有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

崛起，已从曾经的全球治理跟跑者逐步转变为自觉的推动者。③ 随着国际社会对美日等开展难民接收援

助的过度“政治化”倾向的批判愈发激烈，全球难民治理困境迫切需要理论和制度创新。 中国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难民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正可以成为缓解国际难民危机的新指引。 ７０ 多年

来，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习近平主席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作为推动全球难民治理的重要力量，更应进一步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难民治理机制建设，为国际难民提供更多有效公共产品。④ 特别

是应从源头治理的视角出发，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和务实合作与难民来源国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经验，助力其实现长治久安，推动难民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从而更好构建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

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国际形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ａｐ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ｉｓ ｋｎｏｗ ａｓ 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Ｂｙ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Ｊａｐａｎ’ 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Ｊａｐａｎ’ 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Ｊａｐａ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ｔ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ｓｈｉｆ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ｐｅ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ａｐａｎ’ 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王一晨，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责任编辑： 邓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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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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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出入国在留管理庁「令和 ４ 年における難民認定者数等について」、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ｏｊ． ｇｏ． ｊｐ ／ ｉｓ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ｅｓｓ ／ ０７＿０００３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１）。

ＮＨＫ「難民として日本で保護された中国人 受け入れ以降 最多に」、２０２１ 年５ 月２ 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ａｓｔｗｅｅｋ ／
５９５７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３）。

外交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主持金砖国家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外长视频对话会，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６７４８７９ ／ ｇｊｌｄｒｈｄ＿６７４８８１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１０６８９９７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３）。

陈斌、周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角色》，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１ 期。


